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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
*

张勇进 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 关于东亚国际体系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正成为国际关系学界

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尤其关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历史实

践及其当代启示。本文并不主张仅仅将朝贡体系视为中华帝国与周边邻国

之间策略互动的产物，而是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理论得到启发，批判地

分析了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包括国家的目的、主权的组织原则和程序正

义的基本规范，力图帮助读者从文化和社会方面更深入地理解在东亚历史

上作为一种国际社会形态的朝贡体系，同时对朝贡体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提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 朝贡体系 国际社会 宪制结构 有组织的伪善

一、引言

在
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是如何建构起它们的政治

共同体和组织它们的国际生活的? 在不同的文化和世

界历史环境中，秩序是以哪些不同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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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践被概念化和被建立的，为何如此? 在资本主义兴起、欧洲扩张和威

斯特伐利亚模式被接受之前，世界秩序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我们如何才能

解释不同的国际社会———像我们今天对它们的理解那样———在不同的时间

和空间寻求和平与合作时所创造的不同的基本制度，以及所采取的截然不

同的制度设计?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化中，为什么有必要考虑欧洲历史

之外的国际秩序的变化? 从深层的世界历史范畴看，当今的全球秩序源自

何处? 在集体批判性反思和重新评估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化事业的过程

中，出现了很多关键问题。在过去 20 年中，这些已经被探索和审视的问

题是我们为理解正在发生的国际关系的系统性转变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标志着国际关系研究向历史研究的显著转向。

表面上看，国际关系学科理论化的历史转向是对现实主义者宣称的

“永恒智慧”的批判，更广泛地说，这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能严肃对

待历史的批判。它表达了对普适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满。据说当代国际关

系学科患有“历史恐惧症”，因为它“认为历史分析对于学科主题而言是

多余或外生的”。① 据说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 “净化”了历史，因为历史

“被简化成为永恒的无政府结构”。② 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性———

如果说有的话———仅仅是“作为一个可以挖掘的数据场，从中获得可以

塞进宏理论建构的案例以及现实主义者用来标记历史时间的历史循环的证

据”。③ 在一篇关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对国际体系概念发展不充分”的

尖锐评论中，巴里·布赞 ( Barry Buzan ) 和理查德·利特尔 ( Richard

Little) 提出国际体系的概念化受到了当下主义 ( presentism) 、历史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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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困扰。① 如果欧洲中

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彼此建构的，那么欧洲中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

国际关系理论化都让我们忽视了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一简单事实:

正如勒 －斯密特 ( Reus-Smit) 提醒我们的，契约性国际法与多边主义只

不过陪伴了我们 150 多年，并且表现出与其前身显著不同的制度性变

化。② 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是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还是当今公

认的全球政治转型 ( 即我们正在超越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 都是历史

的偶然。

这些批评表明，我们有必要提升对于国际秩序演进及其在世界历史中

的转变的历史和文化敏感度。它们鼓励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以便理解当

下的问题与未来的可能途径。因此更进一步讲，这一历史性转变需要重新

确定和布局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质性研究视角，该视角旨在实现雄心勃勃的

学科进步，即发展具有历史敏锐性的理论化和由理论指导的国际史。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国际关系学科将东亚历史中的朝贡体

系———中华世界秩序———不仅仅视为历史学家的想象，而是作为一个长久

的历史难题并对此越来越感兴趣。更广泛而言，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中国

的政治和道德思考，古代中国和中华帝国关于国家和政治团体之间关系中

的和平与战争、冲突与合作的哲学话语，中国视角下世界秩序的历史表达

以及调节和管理东亚国际关系实践的制度建构，等等。③

这些兴趣的增长有着明显的政治和政策原因。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

在世界范围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产生了 “焦虑的大杂烩”，④ 促进了关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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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和 /或中美之间的霸权更替及其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的激烈辩

论。① 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霸权是否可能使得亚洲的

未来回到过去，② 而且更近以来，人们的讨论从中国的实力崛起明显转向

中国的意图: “中国想要什么”③、“中国在想什么”④、“中国想塑造一个

怎样的世界”⑤ 以及“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⑥ ———华盛顿和欧洲各国

首都的媒体和学术界询问和争论着这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得到了坦率的讨

论和公开的辩论，表明理解中国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的传统世界

观、哲学遗产和话语实践如何影响当代中国领导人关于全球秩序未来和中

国在塑造这一秩序中的角色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化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知识共同体中，赵汀阳关于 “天下”传统概念的哲学反思引发

了显著的兴趣和争论。⑦ 这是中国通过重新发掘知识和哲学遗产以重新设

想未来世界秩序所作的智力努力的最好表现。在中国，探索与传统的

“天下”观念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兴趣已经引发了普遍的学术想象。⑧ 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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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再次恢复中国主导和支配世界的霸权雄心的

没有明说的政治议程，也引起了强烈的不安、怀疑甚至焦虑。①

在将国内外同主题学术成果汇聚到同一平台的努力中，《中国国际政

治期刊》为培养对古代中国国际思想的兴趣，以及鼓励和促进关于欧洲

国际社会扩张至东亚之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和制度实践的辩论作出了

特别的贡献。周方银博士 2011 年发表于 《中国国际政治期刊》的文章

《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深化和扩展了这一辩论，提供了近期中国学术界

对于朝贡体系的观点和争论的缩影。②

在开篇简要批评了关于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既有研究之后，周方银阐

述了其研究的中心问题，他将其界定为朝贡体系的稳定性和历史持续性。③

通过指出“朝贡体制之所以有研究的价值，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制

度表现，而不仅是指它是一套想象的体系或概念建构”，周方银将朝贡体

制视为“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策略互动”的一套制度框架。通过

使用博弈论研究方法，周方银试图构建解释朝贡体制的动态平衡的模型，

在他的叙述中，这代表了 “朝贡体制是东亚地区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

是一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体制，并通过东亚地区行为体之间的策略互动

而不断再生”。通过周方银的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国家被明确假设为被

策略反应与互动中的物质利益和刺激所引导的理性行为体。用周方银的话

说，均衡是“中央帝国与周边邻国相互博弈的一个产物”。④ 这有效地减

少了周方银对朝贡体系作为中华帝国的防御机制的概念化和分析，根植于

朝贡体系的制度最终被描绘为仅仅是工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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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方银选择的历史案例研究上，最后一点尤为明显。他对于乾隆时

期中华帝国和缅甸的关系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都给出了丰富

的历史细节。他聚焦于将朝贡体系作为处理一系列威胁中华帝国边境安全

的因素的复杂制度安排和实践来予以检验。正如周方银坦率说明的，“朝

贡体系作为一个稳定周边的战略，其优势和劣势也在这个分析中得以体现

出来”。但是，通过缩小焦点，他未能看到朝贡体系是一种更广义上的概

念化的社会结构，它具有促成东亚地区国家间共存与合作问题解决的制度

创新。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周方银的清晰论证可能会有所启发，但这一独特

的分析谬误同时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且因此不能令人满意。这一分析尤

其缺乏对于朝贡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的任何社会分析，而朝贡体系是东亚

地区的历史社会结构，或是用来定义管理和规范所谓 “中国治下的和

平” ( Pax Sinica) 的制度和话语实践。可以说，周方银的朝贡体系没有

灵魂。不过，周方银对于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充分考察了两个具有很大

理论意义的困惑。第一个困惑是朝贡体系的寿命、弹性、适应性、延展

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二个困惑是，东亚国家创造和认可的解决相互间长

期冲突、共存和合作问题的集体性解决方案体系的制度安排、配置和创

新。周方银对于隋唐时期中华帝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分析暗示了文化的

关键作用，以及中华体系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化 “对于稳定均衡起到重要

作用”。①

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回应周方银提出的挑战。在阐述我们的研究

路径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将 “朝贡体系”作为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

的关键分析术语———由费正清 ( John King Fairbank) 所开创———的做法招

致了很多批评。② 很明显，用这一术语来解释中华帝国是如何处理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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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和民族的关系并非没有疑义。① 我们并没有抛弃这一术语，为了超越

其传统用法的限制，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中从国际社会的视角———受到国际

关系中的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者的启发———赋予其不同的概念。由此，我

们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但最终起到补充作用的分析路径，以说明周方银已

经部分解决了的朝贡体系的困惑。

在解释朝贡体系的合理性方面，我们的路径强调朝贡体系的文化因素

和社会制度，而不是周方银关注的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我们不仅将朝贡

体系视为中华帝国与体系内其他参与者之间策略互动和经济交往的结构，

还看做东亚国际社会存在的表现方式，它构成了东亚历史和政治中的一种

社会秩序。这种路径深受英国学派的影响，并且受到了建构主义者关于基

本制度由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基础构成的洞见的启发。因此，我们将朝贡体

系概念化为一个有自身社会结构的国际社会，它根植于参与国与建立国之

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并且拥有一套有助于界定可以接受的、合法的国家行

为的规范的特殊制度。

我们认为朝贡体系并不只是作为霸主的中华帝国创造和用来确保其边

境和平的防御机制———正如周方银在论文中相当有力地主张的那样，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朝贡体系是东亚各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它为广泛的国家间

合作问题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我们考察了这一国际社会中的制度理性

和国家的道德目的，而非预先设定朝贡体系的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与其

预设中国在物质和观念意义上处于优势地位，是东亚地区历史上的霸权

国，我们认为中国的霸权并不存在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承认之外，并且对霸

权是管理朝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制度提出了质疑。与周方银的博弈论路径

相反，我们的路径更具批判性反思和诠释色彩。我们的总体目的在于提出

一个替代性分析视角，我们认为它可以有助于理解朝贡体系是东亚地区一

种历史和文化偶然产生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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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社会的概念化

赫德利·布尔 ( Hedley Bull) 清晰地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经典概念化

阐述。在他看来，“‘国家间社会’ ( 或国际社会) 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的国家形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互动行为受到共

同制度运行中产生的共同规则的制约”。① 为了区分国际社会与国际体

系———正如英国学派的界定———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 ( Adam

Watson) 后来声称， “使用 ‘国际社会’一词，我们的意思是一组国家

( 或者更一般而言，一组独立的政治团体) 不只是构成一个体系———从每

个国家的行为是其他国家考量的因素的意义上说，而且其建立是通过对话

和一致同意的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共同规则和制度，并且承认它们对于维护

这些安排具有共同利益”。② 布尔进一步确定了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五种关

键制度，即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管理，它们有助于维护和支

撑世界秩序———布尔将“世界秩序”定义为 “维持国家间社会或国际社

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一套行为模式”。③ 这种关于国际社会的界定远非

特里·纳尔丁 ( Terry Nardin) 将国际社会视为 “经验联系”④ 的观点所

能容纳。

巴里·布赞延伸了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经典定义，从 “接受国

家间充分分享的深层游戏规则形成社会秩序”的角度定义了布尔的 “无

政府社会”的存在。布赞认为，这一社会秩序存在的最显而易见的表现

13

①

②

③

④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 ( London: Macmillan，1977) ，p. 13．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 1．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 8 ． 因为布尔已经认定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

组织原则，所以他不讨论宗主国、中世纪的制度和其他结构，而只讨论主权和领土。这样，
制度就已经隐含在他的分析之中了，在他那里组成单位的特征与无政府状态恰好是一枚硬币

的两面。
Terry Nardin，Law，Morality and Relations of Stat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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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着演化为构成国际关系的行为者和游戏的首要制度，① 以及像克

拉克 ( Ian Clark) 所说的，它们定义了什么样的行为将被视为合法的或非

法的。② 这些有机的制度———如主权、不干涉、领土权、民族主义、战

争、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管理、各民族平等、殖民主义———由支撑

深层而持久的实践的原则、规范和规则构成。它们区别于人们更为熟悉的

次要制度 ( 如规制和政府间组织) ，这些次要制度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深

层社会结构所作的较新的、工具性的、主要由国家设计的表现。首要制度

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它是动态的，始终处于演化之中，尽管这种

演化通常比较缓慢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延续性。③

以首要制度的理念为基础，任何层次的无政府国际社会都可以由浅而

稀向深而密地排列在一个谱系上。下面的四种类型显示出国际社会秩序水

平不断提升的基本组织原则。

 权力政治表现了很大程度上基于敌意和战争可能性的国际社会，

但这种国际社会也存在外交、联盟和贸易。生存是国家的主要动机，不需

要共享的价值观。制度的水平最低，主要局限于战争、承认和外交规则。

 共存代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该体系中，国家间社会的核心

制度是均势、主权、领土权、外交、大国管理、战争和国际法。国家既追

求多样化，也追求秩序。

 合作需要大大超越共存的、对特定项目的共同追求的发展。合作

存在诸多形式，取决于共享价值观的类型、分享的方式和原因。国家间合

作项目的例子可能包括建立共享的市场经济、对人权的追求、联合开展大

型科学项目、集体环境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务。

 融合意味着一些国家形成了大量共享的价值观，促使它们采取相

似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形式。共享价值观必须范围广泛、数量众多，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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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
Kalevi Holsti，Taming the Sovereig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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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产权、人权和政府公民关系等具有相似价值观基础的基本问题之上产

生相似的政府形式 ( 自由民主政体、伊斯兰政体、共产主义威权政体等

等) 和法律制度。①

在与布赞所说的 “首要制度”形成部分对照的框架中，勒 －斯密特

( Chris Reus-Smit) 提出了 “基本制度” (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的概念。

用他的话说，这样的制度是国际社会的“类属”结构要素。② 它们具有权

威性，因为它们包含 “一套指出国家应该如何合法地解决冲突、协调关

系和增进合作的约定俗成的规范、规则和原则”。③ 勒 －斯密特最有洞察

力的观点可能是: 这些“基本制度”是由“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所塑造的，

他将这些价值观称作国际社会的“宪制结构”，这些元价值观定义了国家合

法性和国家的正当行为。用他的话说，“宪制结构是一套主体间信念、原则

和规范的紧密集合，它们在国际社会的组织中发挥了两项功能: 一方面，

它们定义了合法行为者，赋予了国家所有的权利和特权; 另一方面，它们

定义了国家正当行为的基本维度”。④ 这一观点得到了克拉克的支持，⑤ 克

拉克认为，“特定的合法性形式的演化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历史”，其

中的合法性是根据正当的成员资格和正当的行为来定义的。⑥ 反思欧洲国

际社会的历史，勒 －斯密特进一步断定三种规范因素构成这一宪制结构。

它们是国家道德目的的主导信念、主权的组织原则、纯粹的程序正义规范。

因此，由于国际社会的出现是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偶然产物，国际

社会的宪制结构存在着差异，这些宪制结构意味着基本制度的确立。⑦

我们今天称为东亚的地区在历史和政治上存在着一种本土化的社会秩

序，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被称为 “中华世界秩序” ( Chines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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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pp. 158 － 160．
Chris Reus-Smit，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p. 4．
Ibid，p. 34．
Ibid，p. 30．
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 245．
Ibid，pp. 2，9．
Chris Reus-Smit，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pp. 27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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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 “朝贡体系” ( tributary system) 、 “中国治下的和平” ( Pax

Sinica) 、“东亚秩序” ( East Asian order) 、“东亚国际社会” (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ast Asia) 还是其他名称。承认这一点就是认可东亚各国和各民

族历史上选择和建立了受到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启发的复杂制度和习惯，以

应对安全、冲突、共存和合作的挑战。就像阿达·波兹曼 ( Adda

Bozeman) 敏锐观察到的，这一社会秩序或 “国际”体系，“被证明比历

史上其他国家建立的类似秩序更加持久而成功”。① 接下来的问题是，英

国学派对国际社会———包含在共同的制度性实践中———的观念能够以怎样

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作为制度性困惑的朝贡体系，建构主义关于宪制结构

表明类似国际社会存在根本不同的制度实践的洞见能否揭示东亚的历史经

验，并且得到后者的丰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将朝贡体系视为受自身

宪制结构启发、塑造和约束的分析框架。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

就有必要从分析的角度认识到，这种宪制结构的框架是以历史和文化的特

殊性作为基础的。

三、朝贡体系的文化与宪制结构

根据马丁·怀特 ( Martin Wight) 曾经作出的著名表述， “我们必须

假设，没有成员间的文化一致性，国家体系就不会出现”。② 这一结论一

直受到批判性审视，尤其是考虑到如今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全球性国际社

会。人们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是否会像怀特的逻辑所说的那样，

“一个缺乏共有文化的国家间社会由于其扩展超出了原有的基础会变得

不稳定”。③ 不过，怀特的论断在他选择研究的一系列历史案例中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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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dda B. Bozeman，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p. 143．

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 (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 ，p. 143．
Barry Buzan，“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86，No. 1，2010，

pp. 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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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赫德利·布尔认为这些案例无一不建立在共同的文化或文明上。①

如果像怀特所推测的那样，共同文化在历史上先于国际社会，而且，如

果勒 －斯密特关于宪制结构是塑造国际社会基本制度的更高层次价值观

的观点成立，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断: 不同国家集团的共有文化可

能导致具有不同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国际社会的构造和形成，它们的宪制

结构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影响而表现各异。那么，

历史上的东亚是这样的吗?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是东亚的文化腹地，而且

正是中华帝国设想、建设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东亚秩序，因此关键的

问题是: 中华文化和文明如何影响了朝贡制度演化的宪制结构的产生和

维护?

在古代中国流行的一种道德信念是，宇宙是一个和平与和谐的整体。

这一道德判断远远早于孔子及其同代人。它假定天地之间的自然和谐，将

整个宇宙想象成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这种宇宙—社会秩序的核心是普遍

王权的理念。然而，儒家“重新陈述和阐释”了这一普世主义思想。② 用

陈约瑟 ( Joseph Chan) 的话讲，“儒家的天下概念是指一种理想的无国界

的道德和政治秩序———圣人通过礼和德治理整个世界”。③ 换句话说，这

一理想的道德秩序具有普适性。由此推断，“政治秩序是促进道德秩序的

工具，自然也被视为普适的，而且没有领土和种族界限”。④ 这种占据主

导的儒家话语对中国人关于秩序和这一秩序下人类能动性的认识产生了决

定性和持久性的影响。儒家思想反复强调的是，在这种天下一统的世界

中，自然和谐的天定秩序只有在人的行为严格遵守五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规

范时才能够得到实现。这五种关系是: 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

朋友关系和君臣关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有政治行为都必须符合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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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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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 16．
Adda B. Bozeman，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p. 134．
Joseph Chan，“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Confucianism，” in Daniel A. Bell，ed.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p. 69．
Ibid，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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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的这些规范。

这清楚地表明，所有政治、社会团体和机构 ( 无论是家庭、部落、

国家还是帝国) 的道德目的都是促进、建立和维护道德和政治秩序以及

社会和天下和谐。这一信念深植于并明确表现在儒家的世界观中。正如本

杰明·施瓦茨 ( Benjamin Schwartz) 所断言的那样，儒家正统派认为国家

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有关社会和平与和谐的道德、社会和文化秩

序，① 这是中华世界关于国家道德目的的主导信念。作为宪制结构的关键

组成部分，它显然既不同于培育了政治生活 ( bios politikos) 的古希腊国

家间社会，也不同于扩大了个人目的和潜能的现代国际社会。② 这一观察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差异关键性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朝贡体

系中发现的特定制度会被选择出来，以及历史上的东亚秩序在哪些方面与

其他类似的社会秩序存在根本不同。

与儒家关于普遍王权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即

中国不是一个更高级的文明，而是整个世界在文明上按照等级围绕其组织

起来的唯一文明———世界的中心。正如潘恩简洁而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

“直到 19 世纪末，中国才知道文明是一个复数”。③ 与这种关于文化优越

性的认识相伴的是一套关于中国人和蛮夷之间区别与联系的悠久话语。这

一话语既涉及中华世界的文化一致性，也涉及文明与野蛮如何定义彼此。

然而，“中国人”主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和民族

意义上的概念。因此，从理论上讲，非汉人的族群、民族和国家可以通过

接受儒家思想以及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熏陶而被中国化，即蛮夷可以被改

造。因此，区别可以通过 “内”蛮 ( 汉化程度较深) 和 “外”蛮 ( 汉化

程度较浅) 得到维持。如果愿意接受 “改造”的话，所有 “未经文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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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enjamin I.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 (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 10．

Chris Reus-Smit，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p. 7．
S. C. M. 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 1895: Perceptions，Power and Diplomacy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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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蛮夷都可以变成“文明”的蛮夷。① 从这套话语体系演变而来的是

中华帝国对于自身与其他民族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所作的严格区分; 这是

一种主宰与顺从的关系，中华世界与非中华世界共存于一个完全符合儒家

关于天下和谐理念的体系之中。儒家的这种文明世界理念将中国视为世界

的中心，根据其他成员的 “文明”程度确定它们的适当位置。一套精心

设计的仪式 ( 礼) 发展成为一种那些想要加入或被接纳进中华世界的其

他人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传统 “文明标准”。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从两个重要方面显示

了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的构造。第一，它确立了朝贡体系的组织原则必

须是所谓的有序的主权不平等。 “中国治下的和平”存在着先天的不平

等，因为它具有从文化和文明角度界定的同心圆结构的社会等级制。正

如康灿雄 ( David Kang) 所说，在这种等级体系中，社会地位 “是文化

成就而不是经济财富或军事力量的函数”。② 无论是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实

际参与者还是潜在参与者都仍然是主权实体，因为他们在处理国内和

“对外”事务上保持着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在它们相互主观地接受或

默许这种根据地位排序的社会等级制度时也是如此。第二，它意味着中

国的礼制习俗确定了被中华治下的和平的参与者认可和接受的程序性正

义的系统性规范。纵观历史，中华帝国假想的朝贡国家对于这套程序规

范的抗争并不少见，证明了这套话语实践对于朝贡体系运转的制度重

要性。

因此，在历史上的东亚，国际社会的宪制结构根本不同于勒 －斯密特

所考察的欧洲，因为这种结构的三个规范性组成部分，即国家的道德目

的、主权的组织原则和程序正义规范，是在历史上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中被构思和定义的。尽管在东亚国家社会中，这一宪制结构需要基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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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的想象以及基本制度的创造，但是基本的制度实践是如此根深蒂

固，以至于必然反映和体现着构成这种宪制结构的元价值。朝贡体系的出

现，既是这种元价值在实践中的体现，也是管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

的冲突、共存与合作问题的历史性制度选择和创新。

表 1 国际社会的宪制结构与基本制度比较

古希腊 中华帝国 现代欧洲

宪制结构

1. 国家的道德目的
政治生活( bios politikos)
的培育

促进宇宙和社会的和谐 个人目的和潜能的实现

2. 主权的组织原则 民主主权 有序的( 主权) 不平等 自由主权

3. 程序正义的系统
性规范

话语正义 礼制正义 立法正义

基本制度

国家间仲裁 朝贡体系 国际法契约和多边主义

资料来源: Zhang Yongjin，“System，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27，No. 5，2001，p. 57; Chris Reus-Smit，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p. 7。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宪制结构是 “中国自己的想象 /创造”。朝贡

体系作为这一宪制结构所认可的基本制度实践明显是一个霸权建构的

产物: 霸权的制度偏好。费正清观察到，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规范模

式———所谓的中华世界秩序——— “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过去几百年间发

展和延续的一套理念和实践”。① 同样，对中国历史记录所做的批判性

考察表明，中国人自己也发现他们关于文化优越性的假设更多是神话而

非现实。②

当然，这些评论遗漏了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社会性维度。康灿雄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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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ohn King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 1．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34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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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中华帝国缺乏主动输出自身理想和价值

观的兴趣，“允许周边的民族和政治团体按照自身的目的对中国的理念进

行抗争、修正和适应”。① 接受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性的程度差异表明，

这种主张不只是中华帝国的一种纯粹的文化傲慢。如果没有得到社会承认

或拒斥、社会接受或抗争，中华世界秩序的理念与实践、中华文化优越性

的假设就不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具有实质性的社会存在，它们在塑造合法

的、可接受的行为和社会认同方面就不会发挥显著的结构性作用———不仅

对于中华帝国如此，而且对于其他组成这一体系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只有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动荡的主张、强加、争辩、论战、拒斥、默认和接受

的历史和社会过程之后，作为中华帝国自身想象的宪制结构核心的理念、

信念、规范和价值观才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华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主观兼

容的东西。

正如曼卡 ( Mark Mancall) 所主张的，“在社会哲学层面，朝贡关系

被设想为将文明的社会结构延伸到超越皇帝的直接权力之外的领域”。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贡体系为中华帝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提供了一个不可缺

少的社会环境。其中，中华帝国通过主张、胁迫或劝诱等手段，试图将其

他国家社会化，使它们接受中华帝国在处理自身与其他国家关系时所偏爱

的基本制度实践，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接受支撑和维持这些制度实践的元

价值。因此，朝贡体系变成了其他国家通过自身的社会化选择性地抗争、

拒斥、拥抱和内化那些规范、制度和价值的社会场所。只有通过相互抗争

和论战的动态互动，这种宪制结构以及与之相伴的基本制度才能得到确

认，它们的合法性也才能被认为是朝贡体系的基础。

在东亚历史上，对这种宪制结构的规范性内容的抗争频繁发生。有序

的 ( 主权) 不平等的组织原则在汉朝和宋朝遭到了无情的攻击，中华帝

国确实曾作出让步，接受或许是战术性的和暂时的主权平等，在前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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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匈奴，后一时期则是与辽和金。① 程序正义的系统性规范在马嘎尔尼

( Lord Macartney) 于 1793 年觐见乾隆皇帝时遭到了广为人知的明显抵触。

无论是有序的 ( 主权) 不平等的组织原则还是程序正义的系统性规范都

遭到了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这个中华圈内的国家的长期挑战。② 然而，总

体而言，宪制结构本身 ( per se) ，以及具体而言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规

范性内容的国家道德目的在 19 世纪下半叶之前从未遭到根本质疑。朝贡

体系被复制用来处理中华帝国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比如以日本

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安南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产生———这一现实只是增

加了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及其元价值的合法性。接收或篡夺中华帝国在朝

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的尝试 ( 无论成功与否) 也是这样，无论这是对于

蒙古人、游牧民族还是对于日本人而言。③

四、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

正如上文所述，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无疑主要 ( 如果不是完全) 从

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得到体现。但是，主要是通过朝贡体系的制度架构内部

的参与、社会化以及抗争的方式，朝贡体系内部的宪制结构及其元价值作

为中华帝国和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参与者之间的主体间思想、信念和理解在

不同程度上被接受 ( 或不被接受) 。在这个意义上，朝贡体系构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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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Yang Lien-sheng，“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Suzuki Chusei，
“China's Relations with Inner Asia: The Hsiung-Nu，Tibet，” in 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Morris Rossabi，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urs，10th to 14th
Centurie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 ;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Zhang Feng，“Rethinking the‘Tribute System’，” pp. 75 － 101;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pp. 147 － 178。

Shogo Suzuki，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London: Routledge，2009) ，pp. 46 － 54．

Morris Rossabi，China Among Equals; S. C. M. 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 1895;
Shogo Suzuki，Civilization and Empire; David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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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由中华帝国自身创造的社会场所。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周方银文章的核

心观点所能允许和容纳的范围。不过，朝贡体系也是东亚广泛的社会秩序

的基本制度构造。只有当这些基本制度与共同制度实践成为共享的规范、

习惯，构成中华帝国和其他组成这一体系的国家之间的深层游戏规则时，

朝贡体系才构成一种社会结构，成为东亚国际社会的表现。由于其颇具争

议的宪制结构性质，或许可以预期的是，在东亚的历史和政治舞台上，朝

贡体系及其制度配置有着动荡的演化历程，而且这一框架内部的制度实践

随着时空而显著变化。

这种理解从一个重要方向开辟了关于朝贡体系的讨论。朝贡体系包含

并且是为了应对从权力政治到共存、从合作到融合的一系列国家间关系，

反映出从浅而薄到深而密排列的社会属性和特征。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讨

论的，从文明角度定义的有序的 ( 主权) 不平等的组织原则构成了以中

华帝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等级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秩序。然而，这一同心圆

安排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占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程度差异来定义的。正如下

文将要讨论的，朝贡体系显然有一个可以被人们识别的核心，在其中，

合作与融合成为中华帝国和所谓的中华圈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流，但中华

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强烈的权力政治色彩，共

存是其最优目标。

这种对共存于朝贡体系中的社会秩序的细致区分在既有的关于朝贡体

系的历史分析和理论理解中并不存在。缺少这样的细致区分，我们就很难

理解朝贡体系的基本制度在涉及建立和维持适合该体系的地缘政治和文化

背景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如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提

供了“一系列灵活的制度和话语工具”。① 例如，周方银的研究并不试图

区分中华帝国与作为中华圈国家的朝鲜和与远离朝贡体系中心的非中华圈

国家缅甸之间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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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Zhou Fangyin，“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pp. 147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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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不断进化的朝贡体系的社会属性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之前，我们

可以给出三项简要意见。首先，纳贡并不仅是针对中华帝国的一项古老的

制度实践。费正清指出，“这一体系管理着有历史记录以来人类的很大一

部分国家间关系”。① 瓦特尔 ( Vattel) 在《国际法》一书中观察到，“朝

贡的习俗以前很普遍———弱者以这样的方式向它们的强大邻国购买免遭侵

略的豁免证书，或在不出卖主权的情况下获取安全保护”。② 但正如下文

所要讨论的，东亚历史上纳贡与封赏的经验不仅仅满足了这些工具性目的，

还具有确认合法的国家地位和正当的国家行为的显著规范性意味。其次，

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下的关系始终是双边的，即中华帝国与其他参与者，这

些关系从不是多边的。因此，朝贡体系从结构的意义上讲几乎不可避免地

以中国为中心。最后，因为中国的世界观是文明层面的，朝贡体系对于任

何愿意根据中华帝国所立条款参与的国家都是开放的。言外之意，任何国

家都可以发挥能动性撤销它们的参与，而且正如周方银的叙述所表明的那

样，这在实践中并不鲜见。因此，朝贡体系具有加入的开放性和弹性。

尽管全面讨论东亚地区国际社会的演进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应该指出

的是，朝贡体系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不稳定和有争议的存在得到了广泛承

认。作为特殊贸易安排的朝贡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朝 ( 前 202 年—

220 年) 或更早。对于中国朝贡关系的早期历史记录包括来自古罗马和波

斯帝国的各种记载。③ 直至汉朝结束，封贡在维持与匈奴———中华帝国在

北方的主要威胁———的和平以及结成反对匈奴的联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的政治和外交作用。不过，正如广泛认识到的那样，贡品的流动有两个方

向: 从匈奴流向中华帝国以及相反。无论是作为重要外交制度的 “和亲”

和与匈奴的各种和约，还是给予匈奴以 “敌国”地位，都暗示着对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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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ing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 1．
Emer de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trans． Joseph Chitty ( Philadelphia: T. ＆ J. W. Johnson，

1849)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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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地位的承认。① 这样一种朝贡体系并不预设共同文化或者对朝贡体系

制度架构的共同理解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汉朝、匈奴和蒙古人并没有

伪装成拥有同样的文化和文明，至少没有支撑中国人的朝贡体系观的文化

假定。② 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权宜安排，在谋求安全的过程中增进战

略互动和经济交往。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历史也有着有趣的对照。从 14 世纪到 19 世纪，

在将近 500 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战

略、经济和文化关系。然而，这种接触并没有让它成为欧洲国际社会无可

争议的一部分。③ 在长达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匈奴人、蒙古人以及更一

般而言的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中华帝国的国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中扮演

了不可或缺的战略和政治角色。然而，它们都不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国

际社会核心圈子的一部分。最有趣的是，甚至在从明朝 ( 1368—1644 年)

手中接管皇权、建立清朝 ( 1644—1911 年) 之后，满族人继续把蒙古

人———满族人曾经招揽他们作为打击明朝的盟友———作为藩属 ( 内蛮) ，

建立和维持了一个名为 “理藩院”④ 的官僚机构，来管理清朝与蒙古、西

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⑤

朝贡体系在唐朝 ( 618—907 年) 以一种相当不确定的形式存在着，

当时中华帝国处于分裂而非统一时期。正是在唐朝重建统一的帝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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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Yingshih，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Yang Lien-she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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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in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ed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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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经历了迅速而积极的扩展和制度化。朝贡体系扩展到中亚、南

亚和东南亚的许多非中华圈国家和政治体。① 唐代的一些记录声称，唐代

的属国多达 72 个。② 唐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对于理解作为“中国治

下的和平”的制度表现的朝贡体系的重建无疑非常重要，无论其重建是通

过武力还是通过劝说。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唐朝的霸权似乎是

中华文明优越性这一基本文化假定的体现: 中华帝国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

无疑强化了其道德权威。因此，包含着蛮夷的政治和文化顺从的朝贡体系

成为不违背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唯一规范秩序。基于同样的理由，作为优越

的道德力量，中华帝国负责用自身设定的道德范例和制度创新来维持和协

调这一体系和秩序，如果必要的话，中国也会展示武力。通过朝贡体系，

中华帝国的道德权威在它所主导的社会秩序中能够转变为迈克尔·曼

( Michael Mann) 所说的“规范性和平力量” ( normative pacification) 。③

在唐代重建的朝贡体系和规范秩序背后的文化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经验上都并非无可争议，在对待中华文化影响范围之外的国家时尤为如

此。甚至在唐帝国实力处于巅峰之时，唐帝国还是以平等姿态对待突厥和

吐蕃这两个周边的敌对政权。唐之后，公元 907 年后由契丹建立的辽朝和

公元 1115 年之后由女真建立的金朝都统治了中华帝国的大部分疆土，这

时期，宋朝皇帝向辽、金进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辽、金甚至接受了中

华帝国的附庸地位。④ 在宋朝，据说中华帝国在地位平等的多国家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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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有效的经营。① 无论中华帝国在军事强盛时期 ( 比如唐朝) 还是衰

弱时期 ( 比如宋朝) ，这种偏离规范假设的行为在探索朝贡体系的理论和

经验中仍然是持久的难题。这一点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讨论。

直到 12 世纪的南宋时期，当时中华帝国由于 “北夷”入侵处于最虚

弱和受尽屈辱的时期，逐渐兴起的新儒家哲学为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制定

了教条。这一教条主张:

国家安全只有在与世隔绝中才存在。它规定任何想要与中国发展

关系的国家都必须成为中国的附庸，承认中国皇帝的至高无上，遵守

他的命令，由此排除了在平等条件下交往的全部可能性。这不能被解

释为是征服或普遍统治的教条，因为它没有向选择留在中华世界之外

的民族强加任何东西。它寻求和平与安全，国际关系与这两者并不相

容。如果一定要确立某种关系，那么一定是宗藩关系，接受这一关系

意味着蛮夷接受中国人的伦理。②

这一新儒家教条指导明朝统治者努力巩固和扩展朝贡体系。然而，

明朝时期朝贡体系的巩固、扩展以及最终收缩也与明朝的政治影响力和

军事实力的兴衰密切相关。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及其背后的文化

和道德假设。“在明朝和清朝早期，有关中国的物质和道德优势的理论继

续存在，而且更加成熟，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假设。”③ 换言之，

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的朝贡体系 “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其经典形式”④。周方

银还注意到，朝贡体系 “在明朝和清朝的最后几年，达到了一个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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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①

这个简短的历史素描尽管肯定存在争议，但还是凸显出我们关于朝贡

体系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理解的一些要点。第一，朝贡体系首先而且最重

要的是作为一种话语存在，阐述了普遍王权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天下—社

会秩序思想，以及由作为仁政和美德化身的中国皇帝主导的包容各方的道

德和政治秩序。因此，尽管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 “国际”关系史充满动

荡、暴力和破坏性，这套在中国官方记录和思想史中显而易见的话语具有

高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与朝贡体系本身不确定的历史存在和不稳定的

运转形成鲜明对比。第二，这种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并不只是文化层面

的。朝贡体系超越了文化，它意味着将相似的文化遗产和共享的儒家世界

观融入中华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同时，它对不同文化和种族的各个民

族和国家保持开放，无论是在它们愿意时采取劝说方式还是在必要时使用

武力。

第三，中华文明之外的其他主张构成了对 “中国治下的和平”背后

的文化假设及其合法性的抗争和拒斥。它们构成了朝贡体系的演变，赋予

其有争议的社会属性和重要的社会认同。第四，由于地缘政治上偶然的战

略需要、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

权力的偶然性质，中国人关于朝贡体系理想形态的宏大设计常常与 “中

国治下的和平”的实际制度实践存在差异。第五，支撑朝贡体系的一系

列基本制度，不仅包括外交、战争、均势、贸易，还包括有序的主权不平

等 ( 与之相联系的是文化决定的等级制度和 “文明化”的身份) 、封贡和

礼制。② 最后三点显然是主要受中国人的文化假设影响的制度创新，这一

假设包含了对与中华帝国交往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接受的行为的规范、

原则、规则指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制度实践同样是历史上最有争

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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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Zhou Fangyin，“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pp. 147 － 178．
Zhang Feng，“Rethinking the‘Tribu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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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作为跨文化建构的朝贡体系的制度实践中，变化是常态，而

非例外或偏差。这是理解朝贡体系在不同社会层面同时运行的关键。从一

个极端讲，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朝贡体系一定程度上促进和调节了欧

洲国家在既有东亚秩序中的经济和外交参与，尤其是参与其贸易网络和中

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存在，如果有的话，也是既浅又薄、

岌岌可危的。在另一个极端，朝鲜作为朝贡国的典范完全接受了朝贡体系

及其背后的文化假设和合法性主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它

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中无可争议的一员。那么，朝贡体系内是

否存在对于这种基本制度实践的文化解释?

同心圆等级制的 “中国治下的和平”理念预设了由中华帝国以及受

中华帝国文化和文明影响最深的周边国家组成的核心。费正清对所谓中华

圈国家的共同文化遗产作了经典表述: “东亚社会———中国、朝鲜、越

南、日本和小岛国琉球王国———都源于古代中国，并且在中华文化的范畴

内发展，这一范畴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响最深，例如，中国的表意文字系

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教化、官方的考试系统和中华帝国的君主

制与官僚制。”① 康灿雄 ( David Kang) 注意到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

影响对周边的中华圈国家所发挥的 “主导性、直接和普遍的”作用，他

在最近的研究中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

这三个亚洲国家 ［朝鲜、越南和日本］采取了基于中国模式的

中央管理的官僚体制。它们建立了复杂的官僚结构，并且在它们的组

织、文化和世界观上拥有更多的 “家族相似性”。这种政府形式———

与日历、语言和文字系统以及官僚制度和教育制度一道———来源于中

国人的经验，而且这些国家的文官考试强调对中国政治哲学、经典和

文化的了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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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ohn King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p. 1 － 19．
David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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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华圈国家对于中国的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自愿模仿、拷贝和复制

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国家形式之中，还体现在它们的社会实践中———从语言

和宗教到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① 正如铃木胜吾 ( Shogo Suzuki) 令人信

服地表明的那样，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再造了一个 “以日本为中心”的

朝贡体系，作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抗争，日本逐渐从后者脱离

出来。② 当然，这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基本的文化假设上还是对

中国的话语实践的模仿———但是日本取代了中华帝国成为最 “仁慈”和

更加“文明”的国家，它也复制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的礼制作为其规

范基础。康灿雄写道，朝鲜朝廷 “将对外交往———比如来自日本、琉球

和女真的特使———分成四个类型，每个等级内部有几种地位”。进而，它

“借鉴、适应和扩展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权利和政策”，以便发

展出“一种朝贡体系设计来组织与大量日本精英的互动，并且在招待和

礼仪上区分为多个层次的等级”。③ 在何伟亚 ( James L. Hevia ) 看来，

“朝鲜国王通过与清朝皇帝相似的礼制———组织起清朝统治的天下—道德

秩序的礼制———来建立自身的统治”。④

换言之，中华帝国和周边其他中华圈国家在基本价值观和共享的儒

家世界观上存在着重要趋同。这些共享价值观产生了高度类似的政府形

式，构成和定义了这些国家的社会身份，限制了它们关于社会认可的国

家合法性的条件以及作为社会施动者的国家的性质和目的的理解。这并

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之间总体上存在共识，或者每个国家没有基于自身的

文化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对这些共享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实践作出自己的

诠释，或仅仅从自身的角度接受它们。不过，从总体上看，支持朝贡体

系的宪制结构的那套关于普遍的天下—社会秩序的儒家道德信念无疑被

接受下来。在中华帝国的文明主张和自身对帝国礼制作为维持普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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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David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p. 25．
Shogo Suzuki，Civilization and Empire．
David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p. 72．
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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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基础的自我宣称中存在着更深层的共有信念。中国的霸权权威的合

法性源于其文化成就，而非物质力量，这一点获得了明确的认可。组成

这一体系的国家明显接受了文明的等级以及相应的地位排序 ( 尽管日本

很勉强) 。

与组成这一体系的国家在战略、政治和经济上的理性计算一道，这些

共有价值启发并且制约了它们的制度想象和选择，后者决定了它们与中华

帝国之间更深层的游戏规则。它们的 “文明”地位明显希望得到与中华

帝国的关系的认可，后者对于它们的国家地位而言必不可少。因此，中国

的册封———中国皇帝对某位合法的统治者表示祝福———常常受到热切追捧

( 何伟亚在讨论 “太上皇”时对这一点有所涉及) 。① 封贡使命———在功

能上具有外交和经济两重目的———作为相互合法化的表达定期频繁达致。

这种使命的频率取决于双方对它们的 “文明”程度的确认。礼制———包

括所有与中华帝国交往的礼节和仪式———都得到了严格遵守。

因此，作为一种跨文化建构的朝贡体系的核心是中华圈国家之间的一

个迷你朝贡体系，或者用英国学派的说法，一个易于识别的、更加严密的

国际社会。正是在这里，作为话语的朝贡体系理想形态在实际的制度实践

中找到了与之匹配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如果这个迷你朝贡体系在协调中

华帝国与周边中华圈国家的合作方面没有发挥作用，那么这种观察就没有

太大意义。正如康灿雄所指出的，“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之间从 1368

年到 1841 年明清两朝时期内存在着将近五百年的持久和平，其间只有两

次大的国家间战争———从 1402 年到 1428 年间中国入侵越南和 1592 年至

1598 年间日本入侵朝鲜”。康灿雄进而指出，“除了这两个插曲，这四个

主要国家彼此之间建立和维持了持久的和平关系，这些国家越强大，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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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en Ta-tuan，“Investiture of Liu-Ch'iu King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135 － 164． 这一经验不只局限在此处提及的中华国家。例如，周
方银在他的文章中 ( 第 17—18 页) 写道，甚至缅甸国王在与清朝进行完一场血腥战争后，要求中
国皇帝“请循古礼，供赐往来，永息干戈，照旧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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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越稳定”。① 这与同时期中华帝国与游牧民族政权之间似乎无

休止的冲突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共同文化解释了为什么中华帝国与周边

国家在合作与共存问题上不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那么它也从另一个相似的方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无论是东亚的国家

间社会还是现代欧洲国际社会都出现在共同文化区。那么，为什么东亚国

际社会在 1368—1841 年间享受了近五个世纪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而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西方国际社会在 1648—1945 年间见证了近三个世纪

的无休止战争以及内在的不稳定性?

五、朝贡体系、霸权和 “有组织的伪善”

思考作为等级秩序的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

个问题是，朝贡体系常常在无意中被错误地描绘为宗主权。因此，中华帝

国与“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其他组成国家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宗主

国和附庸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怀特和沃森的论述中找到这一点。② 这部

分是因为，没有替代性的英文单词来更好地描述和捕捉中国的朝贡体系制

度实践的细微差别。③ 这一点令人遗憾，因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典型宗

主—附庸关系不仅包括附庸国只有有限的国内自治，还包括宗主国对附庸

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中国的朝贡体系显然并非如此。正如上述讨论表明的，尽管进贡被明

白无误地视为调节中华帝国与其纳贡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但作为所谓

的“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并不试图控制纳贡国的外交政策，除了那些针

对中华帝国自身的政策。“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参与者的确接受了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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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avid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p. 2．
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 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London:

Routledge，1992) ．
波兹曼认为，将朝贡体系中的 “中国—朝鲜”关系称为西方意义上的 “附庸”

( vassalage) 一词是错误的，因为“朝鲜将自身对于中国的依赖视为荣誉或文明的标志，而蛮夷可
能不会这样认为”。参见 Adda B. Bozeman，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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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不平等作为体系的组织原则。但是，就它们保留了国内自主权，并且

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保持较大独立性而言，它们具有主权实体的最重

要属性。换言之，作为等级制的朝贡体系仍是一个多行为体的体系。中华

帝国更像是一个霸权国，而不是一个宗主国。事实上，周方银的文章含蓄

地表明了中华帝国是一个霸权国以及在朝贡体系的维持中扮演霸权角色的

思想，尽管他并没有明确地从理论和经验上详细地探讨这一点。周方银关

于中国皇帝的几次征伐的考察———要么是协助邻国恢复秩序 ( 周方银对

于隋唐时期中国对朝鲜半岛国家的案例研究) ，要么是为了边疆的稳定

( 周方银对于清朝与缅甸关系的研究) ，以及他对于中国皇帝对朝鲜半岛

国家 ( 中华圈国家) 和缅甸 ( 非中华圈国家) 统治者的册封 ( 或不册

封) 仪式的讨论———都显示出对中华帝国在维持朝贡体系的稳定和运转

中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和合法性的接受。① 在讨论清朝时期中华帝国和东

南亚的缅甸王国之间的关系时，何伟亚特别注意到 “缅甸战争”。他有益

地指出，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 “武装冲突并没有排除重构 ‘太上

皇’和‘小皇帝’之间关系的可能性”。②

因此，语言和概念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 “中国治下的和

平”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如此有趣和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如

果朝贡体系不是宗主关系，而是霸主关系，霸权在历史上是如何在诸如朝

贡体系的等级制国际社会的形成和运作中发挥作用的呢? 霸权和国际社会

能否共存呢? 这对英国学派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这一学派的既有研究主

要关注沃森所提出的连续体中接近无政府状态一端的国际社会，沃森的连

续体的范围从无政府状态到霸权、宗主国、主宰直至帝国。③ 可以说，国

际社会的概念只与连续体的无政府状态一端有关，因为等级制排除了形成

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多个行为体这一条件。英国学派的文献对这一问题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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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方银在文章中考察的两处历史细节———隋朝对于高丽的征伐和明朝拒绝承认光海君的合
法性———都是中华帝国是朝贡体系的霸权护持者的很好例子。

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p. 52．
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pp. 13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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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探讨，尽管英国学派对霸权的研究兴趣正在上升，① 尤其是克拉

克对作为国际社会中一种社会建构的制度的霸权作了详细的论述，中国非

常符合其论述。②

无论是沃森的连续体还是布赞和利特尔对古典帝国的分析都表明，国

际社会存在着向沃森的连续体中等级制方向发展的空间，霸权本身就是其

中的首要制度。③ 大多数古典帝国都有多样而灵活的结构，其组成部分和

核心帝国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类型和程度。正如沃森的连续体所显示的，帝

国的许多组成单位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而这为作为国际社会标志的外

交、战争、均势和其他制度留下了空间。④ 帝国的内部结构包含着 “国

际”关系的足够空间，范·德·佩吉 ( van der Pijl)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一点。

帝国的臣民与其所属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本身先于帝国

建立，他们首先向国家效忠。……帝国就是民族或准民族社会实体之

间按照等级组成的混合体，其内部结构往往类似于部落间的外交关

系。⑤

从动态的角度看，古典帝国通常看起来像国际社会的集中阶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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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dam Watson，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 London: Routledge，1997) ; Gerritt W. Gong，The Standard
of“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4 ) ; 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 Power，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Tim Dunne，“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7，
No. 3，2003，pp. 303 － 320; 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 8，No. 3，2008，pp. 353 － 377．

Ian Clark，“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Theory of Hegemon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5，No. 2，2009，pp. 203 － 28; Ian Clark，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pp. 176 － 188．
Ibid，pp. 176 － 182．
Kees van der Pijl，Nomads，Empires，States: Modes of Foreign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 London: Pluto Press，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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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在其他时期通常都更加松散。某些特定国家或民族在集中和松

散的政治组织模式的不同阶段之间转换的观念使得我们可以将帝国视为

国际社会的形式之一。我们需要从英国学派的视角对等级 /帝国做更多的

研究，一方面是为了理解和比较不同案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理

解以及更系统地描绘非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的性质、实践和制度。我

们希望，正如英国学派可以为研究 “中国治下的和平”提供一种有益的

“国际社会”视角一样，研究 “中国治下的和平”也能够促进和发展英

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概念化，因为它为深入研究等级体系提供了机会，

这个等级体系不仅实际存在过，而且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文化而非原始

的权力政治为基础。如上所述，伊恩·克拉克最近在有关霸权国际社会

的研究中做了重大的理论开端。① 他的主要问题案例是沃森之后其他关注

霸权的英国学派学者们所担心的———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英国

学派怎样应对美国霸权这一现实。他仔细回顾了英国学派的文献如何在

不知不觉中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以及由此认为霸权

或者连续体上靠近等级制的选项必定与之对立。他巧妙地挖掘了大国管

理制度背后的逻辑适用于霸权的潜在可能性，并且很好地比较了作为战

争的首要制度的霸权: 二者既可能与国际社会对立，也可能是国际社会

的组成部分，视情形而定。

对于克拉克而言，关键在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赋予霸权以合法性。合

法性是连接克拉克思想与上文所探讨的勒 －斯密特的研究框架的核心环

节。克拉克的思想是适时的理论发展，当然也适用于东亚的案例。正如我

们在上文提到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在朝贡体系内的霸权———无论是

从物质力量还是从道德权威的角度———确实得到了 “中国治下的和平”

的其他参与者所授予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然而，东亚的案例所具有的一

些特征不易被源自西方的理论和经验的理论语言所把握。“中国治下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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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an Clark，“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Theory of Hegemony，”pp. 203 －228; Ian Clark，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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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分层过于正式，以至于难以被看做一种无政府结构，即便我们显

然可以从中找到某种主权的成分。而且，由于文化在这种等级制中具有强

有力的作用，它的结构同样不适用于人们对宗主权的传统认知。霸权与其

最为相符，但即使如此，它也不是在西方经验中常见的那种偏重政治—军

事形式的霸权。① 不过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仍然有待回答: 历史上，霸权如

何在作为东亚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的运转中发挥首要制度的功能?

从分析角度看，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朝贡体系同时是一套话语和制度

实践。这种话语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高度一致性与朝贡体系在制度设计和

功能操作上的显著变化———以及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存在———形成鲜明对

比。这导致人们对朝贡体系的评价和理解极富争议。一方面，人们强调，

朝贡体系是中华帝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想象和延续的一套理念和

话语实践，而且是一种在中华世界持续几百年的秩序。另一方面，人们认

为朝贡体系“不断遭受挑战、打破、重组和重建，它从来不是稳固、确

定和一成不变的”。② 换言之，在理论和实践中，朝贡体系在 “应该是什

么”和“实际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显然，在中华帝国所设想的 “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宏大设计与维持

和促进中华帝国与其他组成国家共存和合作秩序的高度灵活的制度安排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系统的配置通常是由地缘战略需要、政治上的权宜

之计和经济上的考虑偶然决定的。毫无疑问，中华帝国具有道德和文化优

越性的规范主张始终遭到这些所谓的纳贡国的抗争。中华帝国与其纳贡国

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它们站在两个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彼此的关系”。

总体上，来自亚洲内陆和外围地区的纳贡国对于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有着自身作为非中国人的观点，它们只是部分———表面上或策略上———接

受中国人的观念，这被作为权宜之计。随着帝国美德的神秘色彩因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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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过去两千年的平行时间跨度上，可能只有拜占庭帝国和一些早期的伊斯兰帝国接近文化

霸权的大同模式。罗马受到早期希腊文化的太多束缚，俄罗斯则对于位于其西方的欧洲文明关注
过多。

Zhang Feng，“Rethinking the‘Tribute System’，”p. 91．



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

代沟而越来越少时，在拉萨、莫斯科和巴达维亚，替代性的政治理论被提

出，有时还与中国的教义发生冲突。① 尽管如此，中华文化和道德优越性

的观念不仅仅是一种持续的或自我安慰的神话或者虚构。正如我们在上文

的讨论所表明的，这一理念得到了位于朝贡体系核心的中华圈国家的普遍

接受。这种接受使得它有可能设计和建构出一套不同的制度复合体，后者

具有一套极富差异的规范、规则和原则来管理中华帝国与中华圈国家之间

的关系。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呢? 我们能否用实践来校正理论，用实际政策

校正意识形态主张?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将朝贡体系视为斯蒂芬·克拉斯

纳 ( Stephen Krasner) 所说的 “有组织的伪善” ( organized hypocrisy) 这

一国际关系的悠久特征是有益的。“有组织的伪善”是指，在国际社会中

存在一套界定适当行为的长期规范和规则，行为体常常违反这些规则，但

同时并不必定挑战这一社会的合法性。② 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与公认的规

范、规则和原则相悖或抵触的行为在朝贡体系中都是 “常态”。我们实际

上可以说，这些是有意在制度设计中嵌入的制度模糊性，它们允许纳贡国

有一些空间来诠释系统的规则和规范，与此同时又不对朝贡体系的合法性

构成挑战。比如，“中国人从不试图精确定义朝贡地位的意义，他们或许

有些明智地保持问题的模糊性和地位的灵活性”。③ 在维持名义上的朝贡

关系的同时，中国也毫不犹豫地给予回赠。④

甚至对于中华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假设，在实践中也有着足够的灵活

性。出于国内政治目的，中华帝国在与这些纳贡国交往时常常很轻易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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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ohn King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 12．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 57．
Yang Lien-sheng，“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20 － 33; Herbert Franke，

“Sung Embassi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pp. 116 － 148; Zhou Fangyin，“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pp. 147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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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原则上作出妥协。在有关中华帝国与其中亚纳贡国之间朝贡关系

的历史研究中，约瑟夫·弗莱彻 ( Joseph Fletcher) 总结道:

在帝国内部，世界宗主的神话是统治中国的有效思想工具，而且

正如沙鲁克 ( Shahrukh) 使臣以及和卓人所发现的那样，它是不能妥

协的。但是，在外交事务中，神话常常是障碍。随后，皇帝静悄悄地

做他高兴的事，而不是他所宣扬的事。建立与拉萨、浩罕或莫斯科之

间的平等关系在中国人的实践中绝非例外。它们是在悠久传统中不为

人知的一端发生的习惯性交易。①

将朝贡体系描绘为 “有组织的伪善”很好地把握了其哲学假设和制

度实践，它们是具有争议和矛盾的同一硬币的两面。通过这种方式，它在

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统治精英 “能够在神话主张与接受现实

之间如此频繁地来回转换，以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抛弃放弃自身优越

论的观点”。② 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帮助我们解释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即

便在宋代，中华帝国处于军事羸弱、国家分裂的时期，为什么朝贡体系能

够继续存在? 在非汉人统治中国的时期，比如元朝和清朝，为什么没有出

现取代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和基本制度的替代性制度? 考虑到所有这些，

那么，是什么解释了作为东亚历史上本土社会秩序的朝贡体系的长寿和韧

性?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朝贡体系不同于其他社会秩序———比如

欧洲历史上的其他秩序———之处在于它的深层宪制结构，这种结构是由

东亚地区偶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尽管这种宪制

结构是中华帝国的霸权建构，但是其他国家对这一宪制结构的争论和抗

争，尤其针对其两个关键部分，即主权不平等的组织原则和礼制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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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oseph 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 － 1884，” in 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 224．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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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规范，都以一定程度的社会接受和社会承认再造和确认了这一宪

制结构。对于宪制结构的共有理解增强了朝贡体系的合法性。正如本杰

明·施瓦茨 ( Benjamin Schwartz) 以夸张的口吻问的那样: “我们是否可

以认为元朝最终没有接受汉人对世界秩序的认知? 我们是否可以说清朝

最终并没有完全坚守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认知 ( 尽管它保留了一些独特的

满人制度) ?”① 我们还认为，深嵌在儒家思想中关于国家道德目的的主导

信念———无疑是这一宪制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少 ( 如果有的话)

受到挑战。

在此，我们将进一步指出，两千多年来关于国家道德目的的主导思想

的持续性和不变性对朝贡体系产生了两种影响: 第一，它对制度的设计者

形成了重要约束，尤其是对于来自中华帝国的设计者而言，制约他们设想

出任何替代性制度设计以便为中华帝国处理其 “国际”关系问题提供可

能方案; 第二，由于它使得其他的制度设计变得难以想象，它也赋予朝贡

体系以合法性，使之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社会秩序。因此，只要关于国家

道德目的的儒家信条仍然是中华帝国和这一体系的其他组成国家的共有信

念，那么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就会一直维持下去。这一点意

味着上文提到的更大难题得到了部分解决。首先，在中华帝国军事羸弱和

物质力量缺乏时，朝贡体系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军事和物质权力既不

是维持这种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其次，只要

元朝和清朝的非汉人精英接受———如同他们的汉人同僚一样———国家道德

目的的主导信念背后的基本假定，就没有哪种替代性的制度设计能够更好

地为这一目的服务。

六、结论

正如周方银正确指出的，朝贡体系 “不仅仅是概念建构”。不过，在

75

① 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 277．



国际政治科学 ( 2012 /3)

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它也不只是 “一套实际的政策”或 “在中国历史上

的外交策略和政策上应用了几千年的一套连续的抽象原则”。① 这是由东

亚的历史与文化偶然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追溯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形成

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我们认为这一宪制结构首先是中华帝国的创造和想

象。正是通过长期的、动荡的和无休止的主张、强加、争辩、论战、拒

斥、默认和接受的历史和社会过程之后，构成朝贡体系宪制结构的思想、

信念和元价值才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华帝国和组成朝贡体系的其他国家之

间主观兼容的东西。因此，被这些过程定义和塑造的基本制度不仅反映了

霸权的制度偏好，还体现了一套东亚国家为解决国家间冲突、共存和合作

的长期问题而创造和认可的一套集体解决方案。朝贡体系的制度创新使其

显然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从欧洲到中东的其他秩序。我们也认为，考察朝贡

体系的宪制结构为理解朝贡制度的制度理性 ( 与周方银强调的策略理性

相反) 提供了重要的洞见。这一做法为解决朝贡体系在东亚历史和政治

中的持久性和坚韧性的经久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运用英国学派的分析视角，我们更具体地认为，作为一系列共享和共

同的制度实践的朝贡体系是东亚国际社会的体现，因为它构成了中华帝国

和其他组成国家之间交往的深层游戏规则。在这样的理解中，中华帝国与

其邻国之间在朝贡体系框架内的策略互动———如周方银所研究的———只是

整个故事中的一小部分 ( 尽管它也很重要) 。将朝贡体系概念化为国际社

会结构开辟了我们对于同心圆式的中华世界秩序的理解，这一秩序不仅仅

是像大多数现有文献从文化或文明角度定义的那样，而是从它在结构上的

配置来看的，这一结构是从权力政治和共存为特征的外圆到合作并趋同为

特征的内圆。我们还详细考察了朝贡体系存在着一个可以识别的核心，在

这一核心中，趋同显然在中华帝国和一些地理上邻近的中华圈国家之间占

据主导。我们的目的是突出朝贡体系内的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层级，可

以说这些层级导致基本制度的组织、构造和实践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

85

① Zhou Fangyin，“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pp. 147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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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着显著的变化。因此，为了适应 “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制度经验面

临的不同挑战，朝贡体系的延展性是一个必要的美德。

对于英国学派而言，这一经典的东亚案例为从国际社会角度思考历史

上的国际社会的结构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模型。由于朝贡体系是一个霸权

体系而非宗主体系，英国学派的学者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更加具体的挑战

是，考察历史上作为国际社会首要制度的霸权在朝贡体系中是如何发挥作

用的。对于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以及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形式的霸权，亚

当·沃森给予了长期的、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关注。① 当前英国学派的文

献主要关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因为其强大的文化特质，中国的案

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也许不是唯一的———霸权类型，它具有一定的葛

兰西色彩。研究这一案例以及其他非西方模型会使得英国学派的概念更加

精细和深入。同时，与研究霸权的其他路径进行比较也是有益的，比如霸

权稳定论②聚焦于经济领域而非文化领域的霸权，而约翰·伊肯伯里

( John Ikenberry) 的著述主张某种 ( 自由主义) 观念霸权。③

即使以本文所做的初步研究为基础，我们也可以对勒 －斯密特的研究

框架提出一些小的改进。④ 我们用他的研究框架来组织我们的研究，但回

过头来看，显然，他错误地将 “主权的组织原则”作为其研究框架中的

第二类宪制结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著作完全建立在这一原则

之上。然而，他应该留有余地，只说 “组织原则”。正如他关于鲁杰

( Ruggie) 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通过区分结构性变革和目的性变革，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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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组织原则可以是主权之外的别的东西。① 作出这种改变使得他的研究框

架可以运用于西方历史之外的特定背景之下。将诸如此类的概念框架从西

方历史的霸权经验中剥离出来，是国际关系学科中一项持续而重要的任

务。东亚历史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为完成这一任务

作出贡献，而且更一般而言，可以发展出具有历史敏锐性的国际关系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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